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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到沈从文，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他笔下人杰地灵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凤凰已经在人们心中形

成了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他们之间紧密相连、彼此成就。与此同时，第四个维度也在深深地影响着它

们的书写，那就是全球化的语境。本文运用徐新建的“三度写作”理论，通过“族群书写”、作家创作

以及学术研究三个纬度分析“全球化语境”对民族文化传统影响，本文旨在揭示本土文化与全球化之间

的矛盾，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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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Shen Congwen,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is his The Border Town and the 
world of outstanding people and land in Xiangxi. Shen Congwen, Fenghuang, and The Border Town 
have formed an inseparable whole in people’s minds. They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achieve s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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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 with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e fourth dimension is also deeply influencing their writ-
ing, which is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applies Xu Xinjian’s “Three Dimensional 
Writing” theor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ontext”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ethnic writing”, writer cre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Shen Congwen 
and Fenghuang have both been favored by everyone for their marginal status, but they are gradu-
ally mov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ome culture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re bound to be reorganized and rewritten.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hoping to draw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from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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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1 世纪初，徐新建提出了他的“三度写作”理论，该理论旨在探讨全球化对我们生活、写作和言

说的影响。 
首先，在生活层面，全球化趋势使本民族的人民重新思考和书写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以适应经济

的发展——这被称为“一度写作”：在这个阶段，个体和社会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以适应全球化

带来的变化；其次，在写作层面，民族作家在“一度写作”的基础上，创作并发表面世的作品，被称为

“二度写作”——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对文化认同和全球化的思考，成为文学领域的一部分；最后，在

言说的层面，国家权威、学术评论和教学被认为是“三度写作”——这一层面涉及政府和学者对文化现

象的解读和引导，以及文学作品的批评和教育，这有助于塑造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1] 
时至今日，距离徐新建首次提出“三度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全球化趋势继续加强，对言说、

写作和评论的影响也变得更加显著。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汹涌澎湃的浪潮中，其命运同样显得尤为引

人关注且充满挑战，呈现出一种令人焦灼的态势。 

2. 现实生活：民族文化传统的嬗变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沈从文书写《边城》时，凤凰县的苗族社会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经济的状态。

这个时期的凤凰，被山川围绕，宛如一颗镶嵌在湖南大地上的绿色明珠。山村风光如画，溪水潺潺，农

田丰收，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宁静而祥和的乡村画卷。苗族人民在这片山水之间生活，他们依赖土地耕种，

沿袭着几世纪的传统农耕方式，建立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这个封闭的社会里，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生活节奏受着大自然的支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

断深化，凤凰县开始迎来了巨大的变革。这个乡村社区逐渐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一系列政策改

革和市场开放的举措，吸引了外部资本，引发了城市化进程和文化旅游的兴起。这一全球化浪潮带来了

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深刻地改变着苗族人民的生存路径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苗族传统文化的

保存提出了重大考验。 
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使地方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却使其民族文化传统面临消亡。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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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凤凰县的变革不仅限于经济发展，还深刻地涉及了文化、社会结构和族群认同等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就曾称赞凤凰是中国两个美丽的山城之一，凤凰更是凭借着天然的山水风景

和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所积攒下来的良好声誉，通过市场营销与文化手段逐步将自己打造成一座

名副其实的旅游城市。这其中沈从文作品《边城》对它的影响尤为明显，在凤凰，不少当地居民会装扮

成《边城》中的“爷爷”划船来盈利，当地政府也会通过大型舞台剧《边城》等文化展演形式来招揽游

客，景区也会设置出“沈从文故居”供游客打卡拍照。无疑，旅游经济的兴盛为本地居民带来了实质性

的经济收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然而，旅游经济所带来的冲击也愈加显著，其中之一便是本族群文化的滥用和异化。在凤凰县的旅

游产业商业化的过程中，苗族传统文化往往被削弱，只作为表面的“文化产品”呈现出来，失去了原有

的深度和意义。苗族人民会为了增加收入，将族群文化商品化，例如妇女穿上廉价的苗族服饰，在古城

的小巷摆摊经商；或者将苗族的舞蹈服饰提供给游客，以便拍照留念；还有些人宣传苗族的蛊毒和赶尸

等具有猎奇色彩的元素，以吸引游客。[2] (p. 63)这种文化商品化的趋势可能导致文化的虚化和失真，让

本族群文化不再是为了传承和表达，而更多地朝着经济利益发展。 
除了将本族群文化进行重新塑造之外，他们还将外来的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变成族群自身的文化产品，

如将从网上看到的流行大理古城的编彩辫对外宣称为苗族传统的文化，或者将其他族群的小吃进行改良

后广而告之是苗族的传统食品。[2] (p. 63)文化资本化和文化包装，虽然满足了个人的利益诉求，但无形

中也对民族文化进行了重构和再书写，非苗族的游客很容易将这些歪曲了的文化当作是苗族文化。长此

以往，本民族年轻一代可能逐渐遗忘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对苗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构成了巨大挑战。

全球化进程由此改变了族群内部的一度写作。除了影响族群内部文化的传承之外，过度的商业化长远来

看也不利于凤凰这座城市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凤凰这一文化符号不幸被逐渐改写，其光彩不再

纯粹地映照民族文化传统，而是被混杂了外来元素与商业气息，渐行渐远于原本深厚的文化底蕴。 

3. “乡下人”的策略：民族文化传统的书写 

徐新建将由作家创作出来并发表面世的作品比喻为民族文化的二度创作。他认为民族作家不仅仅是

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作家的文本中往往包含着对自己民族社会发展的判断、期

待与引导。提到湘西，提到凤凰，始终不能绕开的一个作家那就是沈从文。由于影响太大，沈从文的书

写已经由二度转向一度，亦即参与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塑造过程中了。那么沈从文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

书写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城呢？这一行为是否体现了他对湘西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本土认同？ 
沈从文是个天生的诗人，他的灵魂深深扎根于湘西的土地和文化。然而，当他来到北京，却发现他

与这里格格不入。在这里，他不仅在生理上饥饿挨饿，心理上也承受了来自城市文化的歧视和排斥。这

种尴尬的感觉让他倍感困惑和不满。在最困难的时刻，他甚至无法享受一顿温饱的饭食，更不用说在城

市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了，这种自卑和挫折感开始在他心中滋生，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湘西的深切

怀念。面对这种情绪，他将自己沉浸在对故乡的记忆之中。对他来说，湘西成了一种心灵的支柱，一股

坚定不移的精神力量。只有在湘西风土人情中，他才能找到与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道德和情感范畴。乡

下人的“自卑”使他天然想去赞美与城市文化对立的一切东西，而他笔下人杰地灵的“边城”就是这种

情绪的映射。他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注入到凤凰这座小城，试图改变人们对湘西苗民蛮族的刻板印象。

他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意过滤掉了一些血腥的原始的屠戮，同时也刻意渲染了一种苗族巫蛊的神秘，这深

刻地体现出沈从文对本土独特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认同。 
但他的写作背景又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否真的还原了湘西的民族文化，或者

仅仅是一种虚构的乌托邦，旨在对抗城市文化的侵蚀。他在书写的过程中似乎不可避免地赋予湘西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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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想化的光辉，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城市人未曾想象的梦幻胜地。然而，一些描述与现实中的湘西苗族

生活并不完全吻合。李国太在其论文《“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一

文中认为沈从文作品中某些苗族风俗是经过浪漫化之后的结果。他通过对比沈从文的作品《龙朱》与 20
世纪 30 年代湘西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田野调查的结果，认为苗族恋爱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礼仪和规矩，并

非如沈从文描述的那样，只要男女相悦，便可奔而不禁。20 世纪 80 年代，沈从文与金介甫谈到《龙朱》

时，还为之一笑说，那“只算是浪漫派作品[3]”。可见，沈从文并非要以“民族志”的方式书写苗族的

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 
虽然沈从文并没有打算以民族志的形态去描述湘西世界和苗人的生活，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包含了对

湘西世界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认同。沈从文作品写的最出色的就是有关湘西的那一部分，他笔下的湘西

的自然风物千姿百态，社会风土人情富有鲜明的湘西色彩。他作品中笼罩着一种唯湘西才有的自然、文

化与社会的精神氛围。除了孜孜不倦地描述湘西的风貌与故事外，他还关注到了湘西苗族所受到的不平

等的待遇，在建国之后，沈从文有机会再次回到家乡，面对家乡的历史与人事，他增强了自己作为知识

分子与苗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苗民问题》就是他以知识分子和苗人双重身份所进行的书写，他不仅梳

理了湘西苗族发展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悲剧命运，而且从民主主义角度提出了解决苗民问题的主张，

即要求统治者： 

“必须放弃二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教育、经济以及人事的处置，

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4]” 

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书写了曾经苗族整个群体的苦难记忆，更重要的是以苗族代言人的身份去呼吁

对苗人的平等对待。在此意义上，沈从文的写作已经由“二度”融入了“一度”，即参与到了中国民族

文化的现实书写之中。事实证明他的书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家对于苗民的误解，促进了政府对

苗族问题的重视，改善了苗族人的生活水平。 
除了对本土认同的关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对全球化 1 的积极追求和呼应。他毫不掩饰自

己渴望获得世界认可的心情，在《从文家书》中，与儿子虎雏的对话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想法：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

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

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

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

不像在你面前说我吹牛。)‘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5]” 

仔细审视这段对话，我们不难发现与沈从文进行比较的，不论是托尔斯泰还是安徒生都是西方享誉

国际的大作家，当儿子虎雏说出世人都将他比作中国的托尔斯泰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沈从文内心

的喜悦，所以他将这一对话写入信里分享给张兆和。与此同时，他也在与儿子的对话中坚定地表示要加

倍努力，争取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这种渴望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文学家的愿望表明他正积极参与全

球化的潮流。但正如沈从文所言，要写得好，尤其是像安徒生那样，是相当困难的。他的这种自我要求

也反映出他对文学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他不仅关心自己的文学声誉，还关心如何为湘西的民族文化和

中国的文学传统争光，将其推向国际舞台，积极与世界潮流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虽然不懂外语，也没有留学经历，但是却因为他的“学历情结”阅读了大量

翻译文学。他从这些翻译文学中借鉴了许多西方与俄罗斯作家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屠格

 

 

1“全球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过程，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此处是指沈从文有与世界发生联系

的一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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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夫、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享誉世界作家的影子。这种学习与借鉴虽然在当时招致了不少

的非议，如有人就评价其有关湘西的小说“对话欧化气味很重”“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

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了鲁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里面传统的苗族歌谣“却都带着西洋

情歌风味”[6]。但总体上来说这种跨文化的借鉴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还将他的文学作品引向国际舞台，

这或许也是他的作品在国外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原因。他一方面自觉与本土认同，描绘了湘西特有的风

土人情；一方面又自觉带着湘西所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走向世界，借鉴世界著名作家的写作手法与主题。

他的文学作品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也具备了通向全球的文化共鸣，这为他的文学生涯增添了一层丰

富的多元性。 

4. 批评家的呼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鼓吹 

自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驱动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沈从文的作品逐渐被重新发现。

这其中不乏国家权威的认定，他的多篇文章例如《边城》等就被选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之中，反映了国

家权威对他作品的认可。这不仅推动了沈从文的作品在教育领域的传播，也提高了他在文学界和社会中

的地位。他在国民语文教育中的地位自不必说，这里我想重点阐释一下关于沈从文更为专业化的评说与

研究。有调查称，知网上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章数量之大，仅次于鲁迅先生。这就表明了沈从文始终有

一种魅力召唤着学者去对他进行不断阐释，尤其是他有关于湘西的书写，更是引得人们孜孜不倦地去进

行学术研究。但是沈从文在当代的成名与流行只能说是“再发现”，因为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不少批评家

对沈从文的文章进行反馈了，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批评家们的“三度写作”所表达的期盼，亦

即希望他能更深刻地描绘湘西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这种反馈就已经深刻影响沈从文的创作了，两者之间的

对话关系非常明显。这就使沈从文感受到了来自文学界的鼓励，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给予了他一种正

向的反馈，使他创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文体类型。 
沈从文在写作初期的风格非常杂乱，因为此时的他初入文坛，还无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文体，所以只

能选择去模仿同一时期成功作家的风格。然而，在这些风格杂乱的作品中，描写湘西民族文化的小说却

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开始表达对湘西这片土地的情感，以及对湘西人民的深刻洞

察。这种对湘西的思绪和情感是其他作家文体中所不具备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拿现成的文体来使用，于

是他在这类作品中开始了属于自己文体的探索。 
这些描写湘西的作品因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关注，在得到了徐志摩和胡适等文学界名人

的赞赏后，他的作品得以大量发表。其中，《市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5 年 11 月，徐志摩在《晨

报副刊》上再次刊载了沈从文已经发表两次的《市集》，并附上《志摩的欣赏》。徐志摩在文中对“多

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给予溢于言表的欣赏——“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

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

的奖励的。[7]”这些赞扬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的文学道路指明了方向。在以

后的小说中，他继续保持并加强了对湘西乡村特色的渲染。1928 年 10 月，在《阿黑小史》序中沈从文

还这样写道“或许还有人，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眼泪和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假扮

志士的革命文学，这样人，可以读我这本书，能得到一点趣味。我心想这些人大致总还有。”沈从文的

这段序言暗示了他想脱离当时主流文学的束缚，摆脱传统文学和当时的政治文学，放弃对他人笔下既有

文体的模仿，创造出一种独立于时代和潮流，独属于自己的文体的一种想法。他希望自己的这种独特的

文体可以吸引那些感到厌倦了当时主流文学和社会现实的人，希望自己的文体可以提供给他们新鲜感以

及新趣味。我们不妨将这篇序言看作是他文体形成的宣言书，自此之后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浑融、和谐

和富有厚重感，技巧的运用也越来越娴熟。在期望视野融合和文体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享誉世界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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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应运而生。 

5. 小结 

通过上述三节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民族文化传统被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是重

塑着。批评家们的“三度写作”影响了沈从文的“二度写作”，而沈从文“二度写作”的产物又深深地

塑造着凤凰本地族群文化的“一度写作”。 
一方面，凤凰的独特民族文化传统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正是这些特色深刻地反映了湘西的文化和

风景，让沈从文的作品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不可避免地

要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塑造和改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正是本土认同与全球化的矛盾之所在。 
现在距离徐新建提出“三度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案仍不明朗，而且伴随

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纳入了庞大的数据信息编织的网络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不致使民族文化传统流失殆尽，成为了一

个迫在眉睫、亟待我们深思并解决的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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